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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小流域为采样单元开展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对建立流域景观生态风险预警机制、改善流域生

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 200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景观格局法构建景观生态风

险评估模型对贵州省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及时空特征进行评估与分析。结果表明:(1)15 年来,乌江流域景观格局

变化显著,其中林地面积增加了 2.85%,湿地增加了 0.13%,耕地减少了 4.52%,其它用地增加了 0.02%;(2)乌江流域

2000、2005、2010、2015年的景观生态风险度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分别为 11.81%、12.05%、13.29%、14.04%,变

程分别为 10.9、22.8、10.7、12.8km;(3)15 年来,不同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在面积上表现出不同变化趋势,其中高、

极高风险区面积分别增加了 8.46%、5.57%,弱、低风险区面积分别减少了 6.28%、7.28%。由此可见,由于频繁的人

类活动强烈干扰使得流域内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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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以自然地貌分异与水文过程构成的生态空间格局为评价区域,评价自然灾害、人为干扰等风险源对

流域内生态系统及其组分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复杂过程[1～3]。流域是一个复杂综合生态地域系统,也是人类活

动的重要的场所[4]。在人为活动占优势的景观内,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对生态系统影响具有区域性和累积性的特征,并且直观

地反映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5]。流域内频繁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使得流域景观格局发生变化,随之引起生态环境脆弱性和

生态系统压迫程度增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及时开展科学的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与时空演变研究对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流域景观生态风险预警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国内外学者对流域水生环境、流域灾害、流域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有较深入研究。国外学者,Luxon M 等[6]和 Angela M

等[7]以 Willamette River和 Lower McKenzie River流域以及 Codorus Creek流域为研究区域,基于相对风险模型(RRM)分别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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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暖水鱼类生境风险效应和各种风险源对风险受体影响进行评估。Paul A等[8]提出 general framework and specific procedures

对 the Brunette River watershed因城市化而改变流域生态环境进行生态风险评估。Cormier S M等[9]以多重风险源对美国 Big 

Darby River流域进行生态风险评估。Diamond J M等
[10]

利用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框架确定本地水生动物的压力来源。国内学

者,巩杰等[4,11]、潘竟虎等[12]以构建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模型分别对甘肃白龙江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提出管理

策略。许妍等[13,14]以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构建危险度-脆弱度-损失度以及构建风险源危险度评价模型对太湖流域景观生

态风险展开研究。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在指标选取与方法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湿润

区、半湿润区以及干旱区的湖泊、河流、河口三角洲[14],而针对典型喀斯特地区大尺度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研究报道较少,尤其缺

乏以小流域为采样单元评估流域景观生态风险。 

乌江流域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喀斯特地区,是《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划定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土壤保持区,同

时也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 18个国土资源重点开发区之一。流域内由于多以低山丘陵为主,水土流失、石漠化问题十分严峻,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15～17]。近年来,随着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流域景观格局发生强烈变化,最终流域生态系统结构、生态

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逐渐恶化[18～20]。因此,本着响应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

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甚为必要。本文采用景观分析法[21]以乌江流域 2000～2015 年的景观类型及格局为评价受体,人类社

会生产活动主要为评价风险源,对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和时空特征进行评估与分析,以期为典型喀斯特地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景观生态风险预警机制形成、生态系统修复与生态环境管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研究区域概况 

贵州省境内乌江流域(以下简称“乌江流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水系,也是贵州省境内最大的水系[16]。位于云贵高

原的东部(26°15′N～29°21′N,104°31′E～108°79′E),流域面积约为 66195.46km
2
,(图 1)。乌江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可分为上游(河源-化屋基)、中游(化屋基-思南)、下游(思南-出境入重庆)。乌江流域纯喀斯特、亚喀斯特、非喀斯特地貌分异

明显[17],分别约占流域面积的 76.05%、18.29%、5.2%。乌江流域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植被主要以常绿针叶林、常绿阔

叶林为主[22]。 

 

图 1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2 研究数据及方法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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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乌江流域 2000、2005、2010、2015 年 4 期土地利用、小流域为基础数据。其 2000、2005、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来

源于“贵州省生态环境十年(2000～2010)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已经通过环保部验收),2015 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笔者

更新而来,其主要是以 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并参考 2015年影像数据通过人机交互式更新而来,最后对其进行野外验证;小

流域数据来源笔者基于 SRTMDEM(分辨率为:30m)数据提取而来[23,24],最终提取出 324个小流域,其 SRTM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平台(http://www.gscloud.cn/)。笔者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29～32]以及考虑到流域景观特征,将流域景观类型划分为人工表面、

湿地、耕地、林地、其它、草地 6种。 

2.2采样单元 

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
[25,26]

,本文以 324个小流域作为采样单元。本研究区因流域地貌特征,故采样单元存在纯喀斯特、亚喀斯

特[27]、非喀斯特、混合采样单元(图 2)。 

 

图 2乌江流域采样单元 

2.3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构建 

本文以干扰度指数和流域景观脆弱度来构建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以便对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进行量化。 

2.3.1干扰度指数 

不同的景观类型在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完善整体结构和功能、促进景观结构自然演替等方面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同

时,景观类型对外界干扰的抵抗能力也是不同的[5]。以景观格局分析为基础,构建一个景观干扰度指数 Ei,通过各个指数简单叠加

用来反映不同景观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主要是人类开发活动)的程度[5,20]。Ei计算公式为: 

 

式中[28～30]:Mi为地表粗糙度;Si为景观分离度;Fi为景观分维数;a、b、c分别为地表粗糙度、景观分离度、景观分维数,其权重

分别为:0.3、0.4、0.3。 

2.3.2流域景观脆弱度 



 

 4 

不同生态系统的易损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其在景观自然演替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有关[5]。参考相关文献[31,32],景观脆度(Fi)

是按景观类型脆弱程度对景观类型赋值,最后进行归一化后而得到。乌江流域 6种景观类型的脆弱度赋值分别为:人工表面为 1、

林地为 2、草地为 3、耕地为 4、湿地为 5、未利用地为 6。 

2.3.3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为建立景观结构与综合景观生态风险之间的经验联系,本文以景观组分的面积比重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其目的用于描述

采样单元景观生态风险的相对大小,以便通过采样方法将景观空间结构转化成空间化的生态风险变量[4,5]。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
[28～33],基于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流域景观脆弱度指数构建流域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ERI为综合生态风险指数;Ei为景观类型 i的干扰度指数;Fi为景观类型 i的脆弱度指数;N景观类型的数量;Ski第 K个风

险小区 i类景观组分的面积;Sk为第 K个风险小区总面积。 

2.4空间分析方法 

2.4.1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对于探究区域化变量在空间上的是否相关,常用的统计量为 Moran’s I、Geary’s C和 Getis-Ord统计量[12,33]。笔者在此次

研究中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Moran的 I系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 LISA来分析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空间模式。其公式如下: 

全局 Moran的 I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设研究区域存在 n个面积单元;第 i个单元上的观测值记为 yi;观测变量在 n个单元上的均值为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I=1,2,3⋯,n构成的列向量。 

局部 Moran的 I系数的公式如下: 

 

式中:σ 表示观测值之间的标准差。当 Moran’I 局部的值为高值,表示该区域具有相近变量值单元在空间周围聚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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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I 局部的值为低值时,表示非相似的区域单元空间相邻。 

2.4.2地统计分析法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化变量,它在空间上的异质性规律可以用半方差函数来分析[12,28]。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h 为配对抽样的空间分隔距离;N(h)为抽样间距为 h 的样点对的总数;xi 和 xi+h 空间位置上对应的观测值为 Z(xi)、

Z(xi+h)。 

3 结果与分析 

3.1景观类型动态演变 

15年来,乌江流域各景观类型面积发生了显著变化。流域内各景观类型中草地、林地、人工表面、湿地、其它用地面积增加,

而耕地面积减少。其中林地面积由 2000年的 44.25%增加至 2015年的 47.10%,年均增长 0.18%,其变化率最快,主要受政府大力倡

导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如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发展经济果木林、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影响;其它用地面积到 2015年增

加至 2.17%,15 年来增加了 0.02%,其变化率最慢;人工表面面积增加主要受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贵州省实行“县县通高速”的

方针影响;湿地面积由 2000 年的 0.55%增加至 2010 年的 0.67%,而后 5 年间流域内湿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受水利工程建设

如水库、储水池、水塘、发电站等水利设施影响;耕地面积由 2000 年的 36.33%减少至 2015 年的 31.81%,15 年来减少了 4.52%,

年均下降率达到 0.3%,主要受城市化占用区位条件较好的耕地以及因农民工进城导致形成大量的撩荒地影响。从表 1可以看出人

工表面主要为转入类型,面积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草地、耕地、林地、湿地;林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草地、其它;耕地面积减少主

要转出为人工表面、林地、草地、湿地。 

乌江流域景观类型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流域内频繁的人类社会活动对流域内景观类型的影响。流域内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高速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流域内具有较高生态意义的景观类型减少,而人工和半人工景观面积的增加,最终使得流域内生态环

境恶化,景观生态风险升高。 

表 1 2000～2015乌江流域景观类型的转移矩阵(km2) 

年份 

2000 

景观类型 人工表面 林地 草地 耕地 湿地 其它 总计 

2005 

人工表面 1004.65 7.42 0.16 84.74 0.00 0.00 1096.98 

林地 0.00 29269.12 0.00 941.01 0.00 0.00 30210.12 

草地 0.00 0.14 10079.07 545.84 0.00 0.00 10625.05 

耕地 0.00 0.00 0.00 22423.26 0.00 0.00 224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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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0.00 15.21 0.64 29.13 368.00 0.00 412.98 

其它 0.00 0.00 0.00 1.18 0.00 1425.89 1427.07 

总计 1004.65 29291.89 10079.88 24025.17 368.00 1425.89 66195.46 

年份 

2005 

景观类型 人工表面 林地 草地 耕地 湿地 其它 总计 

2010 

人工表面 1096.91 17.42 8.49 188.76 0.02 0.00 1311.61 

林地 0.05 30165.82 253.92 743.32 0.01 0.00 31163.14 

草地 0.01 0.01 10362.39 387.02 0.01 0.00 10749.44 

耕地 0.00 0.00 0.03 21084.00 0.01 0.00 21084.04 

湿地 0.00 26.88 0.21 4.78 412.93 0.01 444.80 

其它 0.00 0.00 0.01 15.38 0.00 1427.05 1442.44 

总计 1096.98 30210.12 10625.05 22423.26 412.98 1427.07 66195.46 

年份 

2010 

景观类型 人工表面 林地 草地 耕地 湿地 其它 总计 

2015 

人工表面 446.45 178.05 95.37 592.62 4.40 5.90 1322.80 

林地 228.31 20053.61 4917.20 5693.01 59.36 940.73 31892.22 

草地 120.20 3979.87 1928.58 2750.28 18.69 177.58 8975.21 

耕地 501.90 6695.46 3714.86 11850.09 50.12 304.47 23116.90 

湿地 12.04 185.43 72.67 153.84 311.53 11.43 746.94 

其它 8.40 67.17 19.38 43.58 0.63 2.24 141.40 

总计 1317.31 31159.60 10748.06 21083.42 444.72 1442.37 66195.46 

 

3.2景观生态风险度的空间分异 

通过使用 GS+软件开展景观生态风险度的空间分异研究,经过拟合可得到 2000～2015 年各模型的拟合参数。从表 2 可知,4

期景观生态风险度的块金值/基台值[Co/(Co+C)]
[34]

分别为 11.81%、12.05%、13.29%、14.04%,表明景观生态风险度的空间分异仍

存一些非结构性因素制约,其结构性因素(地质、地貌、水文和土壤等自然因素)对景观生态风险度空间分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4

期景观生态风险度变程[34]分别为:10.9、22.8、10.7、12.8km,其表明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度的空间分异主要受城市化进程加

快、退耕还林、还草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以及石漠化、水土流失、滑坡等作用的影响。 

表 2 2000～2015年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变异函数的拟合模型参数 



 

 7 

年份 模型 Co块金值 Co+C基台值 
Co/Co+C(%)块金值 

/基台值 
Ao变程 R2 RSS(×10-7)残差 

2000 指数 0.00045 0.00381 11.81 10900 0.789 3.023 

2005 指数 0.00051 0.00423 12.05 22800 0.373 7.798 

2010 指数 0.00063 0.00474 13.29 10700 0.805 4.121 

2015 指数 0.00105 0.00748 14.04 12800 0.926 5.059 

 

3.3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格局分析 

为探究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笔者通过使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对 4期小流域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进行插值,

再利用自然间断法对插值后的景观生态风险值划分为 5 个等级:弱、低、中、高、极高风险区,最后得到 4 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

空间分布图,见图 3。 

 

图 3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从总体上看,乌江流域 15 年来景观生态风险呈现上升趋势(表 3),说明流域生态环境对外界的抗干扰能力呈现出减弱趋势。

从空间分布上看,流域上游和下游东北部景观生态风险较高,中游景观生态风险较低。弱、低两风险区主要零散分布于流域边缘

地区,此区域主要以林地为主;高、极高两风险区主要以同心圆形式分布于乌江流域中游区域,此区域主要以耕地为主,其它用地

零星分布,耕地景观破碎度高,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大。流域的 4 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 Moran’sI 均大于零,且落入置信区间

[-1.96,1.96],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其能够佐证流域内景观生态风险度高的区域其周边区域也高,景观生态风险低的区域周

边区域也低,总体上呈现出空间集聚效应。从地貌类型看,4期流域喀斯特区的弱、低和中风险区面积之和的比例分别为 29.29%、

25.57%、27.55%、26.62%,均分别高于亚喀斯特区和非喀斯特区弱、低、中风险区的面积之和的比例,其由于流域内喀斯特地区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石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从时间上看,2000～2010 年间,流域内弱、低、中景观生态风险区面积减少,而高、

极高景观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加。其中高、极高风险区景观生态风险变化面积显著,具体以黔西县、遵义县为中心向周边县、市扩

散,其主要是受该区域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工矿业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以及生境本底脆弱,使得流域耕地破碎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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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脆弱度较高的其它用地、未利用地面积增加。2010～2015 年间,流域内中、高、极高景观生态风险区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30.05%、31.09%和 16.77%,占流域总面积的 77.90%,相比较 2000 年具有显著升高的态势,但流域内高、极高风险区面积较 2010

年下降为 9.57%,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流域内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使得流域内草地、林地以及人工表面面积有所增加且景观类型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变,具有抗干扰能

力的景观类型有所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步增强。 

表 3 2000～2015年各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百分比(%) 

年份 风险等级地貌类型 弱风险区 低风险区 中风险区 高风险区 极高风险区 总计 

2000年 

喀斯特区 4.47 10.78 14.03 9.52 6.55 45.35 

亚喀斯特 2.59 6.27 9.25 9.06 3.78 30.94 

非喀斯特 4.32 7.22 7.24 4.05 0.87 23.71 

总计 11.39 24.27 30.52 22.63 11.20 100.00 

2005年 

喀斯特区 3.26 11.46 10.85 10.82 8.96 45.35 

亚喀斯特 1.53 6.16 6.82 9.08 7.35 30.94 

非喀斯特 1.03 5.79 6.12 5.49 5.27 23.70 

总计 5.83 23.41 23.80 25.39 21.57 100.00 

2010年 

喀斯特区 2.38 8.39 16.78 11.40 6.40 45.35 

亚喀斯特 0.99 3.73 11.97 9.97 4.28 30.94 

非喀斯特 0.38 6.90 10.20 4.95 1.28 23.70 

总计 3.75 19.02 38.95 26.33 11.96 100.00 

2015年 

喀斯特区 3.12 8.88 14.62 12.77 5.96 45.35 

亚喀斯特 1.18 3.88 8.17 10.87 6.84 30.94 

非喀斯特 0.80 4.23 7.26 7.45 3.96 23.71 

总计 5.11 16.99 30.05 31.09 16.77 100.00 

 

4 讨论 

4.1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影响因素 

由于受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景观生态风险源会因区域不同风险源也将不同。笔者认为乌江流域

景观生态风险增加主要是受频繁的人类活动影响,其改变了流域景观结构组分与要素在数量、空间上的变化、景观功能上的变化

以及景观类型的演变。流域内人工表面增加以及耕地减少,使得具有较高生态意义的自然/半自然景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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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功能减弱,景观连通性降低,景观分离度与破碎度增强,进而导致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增高;流域内水利工程建设如水库、

储水池、水塘、发电站等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湿地面积增加,以致水域面积斑块增多,分离度增大,阻碍物种的迁移与扩散,导致

流域水域生态系统风险增大;流域内林地有增加的趋势但因受河流、交通、农村居民点等人类活动的分割,使得部分林地连通性

降低,阻碍生物迁移、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弱化了森林生态功能的发挥。此外,流域内因生境本底脆弱(流域内喀斯特发育显著),

在加之频繁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使得乌江流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生态环境退化。 

4.2对策与建议 

为缓解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增加,本文针对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应兼顾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域发展方略,尽快确定流域

生态红线划定并坚决执行,严控大面积破坏森林、草地、灌木林地的项目建设,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尽早完成流域生态修复。 

(2)在喀斯特地区的高、极高风险区因生态环境自身脆弱加之人类活动强烈,应合理调控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加强石漠化、水

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 

(3)在亚喀斯特和非喀斯特地区的中等风险区应采取因地制宜发展区域工农业生产和建设活动,坚定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低、

较低风险区应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杜绝生境脆弱区域人为污染和破坏,有效保护好生态红线划定区域。 

5 结论 

本文以景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构建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模型对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1)2000～2015 年,乌江流域景观类型都发生了变化,其中草地、林地、其它、人工表面、湿地面积增加,而耕地面积减少。

乌江流域的优势景观类型为林地,其对乌江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2)相比较于与其他学者以方格网为采样单元的研究,本文在考虑异质性问题[35]的情况下以小流域为采样单元进行景观生态

风险评价,其景观生态风险度的空间分异受乌江流域的结构因素(地质、地貌、水文和土壤等自然因素)与非结构因素的影响。 

(3)2000～2015年,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风险区大致保持不变;弱、低风险区分别减少到 5.10%

和 16.97%;高、极高增加到 31.13%和 16.77%;流域内 2015年景观生态风险相比较于 2000 年显著升高,相比较 2010 年略有缓解,

总体上,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整体有明显升高的态势。 

(4)乌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与乌江流域地理环境具有极高的耦合性。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恶劣、人口密度大、人地矛盾突出,

其对应的中、高、极高风险区面积相比于弱、低风险区面积较大;流域中游因人口密度大、较大一些城市集中在该区域、石漠化

问题突出以及低山丘陵为主,因而高、极高风险区分布于流域北部,弱、低风险主要分布流域南部;流域下游因地势起伏较大、河

流切割、地表破碎度高、以低山丘陵为主,高、极高风险集中分布在下游的东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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